
第八章 与合浦汉墓相关的城址发现

作为一个完整的聚落，墓葬与居址或城址是其中最主要也是最基本的构成部分。按照聚落

空间的基本规律，居址应就在墓葬区附近。与合浦汉墓相关城址的空间关系，以及这些墓主人

的居住方式等，是本章关注的重点。广西城池的建设肇始于秦及西汉早期，更多城池的出现则

应在元鼎六年（公元前 111 年）汉武帝平定南越、郡县制得以巩固之后。秦汉时期的地方城邑，

作为聚落发展的高级形态，一般都是当地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和军事指挥中心，因其遗存丰富，

信息量大，一直是考古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。2002～2012 年，考古工作者先后对南流江分

支周江（流经县城称“西门江”）东岸的大浪古城遗址和草鞋村遗址进行勘探和发掘，并确认

它们为汉代城址。城址位置的确认，为寻找合浦港指明了方向。发掘前，大浪古城遗址（以下

称大浪汉城址）和草鞋村遗址（以下称草鞋村汉城址）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，鉴于其发现的重

要性，2013 年由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一、大浪汉城址

大浪汉城址位于合浦县城东北方向约 11 千米的石湾镇大浪行政村古城头自然村，
西有周江南流经合浦县城后径人北部湾，距现入海口约 2千米（图 8-1）。该城址发现于
20 世纪 60 年代，由于城墙上方有明代墓葬叠压，因此 1981 年被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
单位时，年代暂定为“明以前”。

图 8-1 城址与墓葬群的空间关系



2002 年 9 月至 2003 年 4 月和 2011 年 11 月至 2012 年 1 月，广西文物丁作队、广西
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合浦县博物馆为配合汉代合浦港课题研究，在前期调查的基础上，
对城址进行测绘和勘探，并先后两次对城址的Ⅰ区和Ⅱ区进行发掘，发掘具体位置分
别位于北城墙、城中央及西门外(图 8-2)。两次发掘的面积共约 690 平方米，发现居址
和码头遗迹等，出土文物一批，考古工作者对城址的年代和性质有了初步认识。[1],[2]

图 8-2 大浪汉城址发掘位置示意图

（一）城墙、城门与护城河

发掘前，城址的轮廓清晰可见，方向正北，平面呈正方形，边长约为 218 米。城西
依托古河道，其余三面均有护城河环绕，并与古河道相通。西城墙的南半部和南城墙
几乎被现代建筑破坏殆尽，东城墙、北城墙及西城墙的北半段则保存较好，现存城墙
残高 1～3 米、残宽 5～20 米（图 8-3）。城址的北部由于历史上村民就地取土制泥坯砖
建房，文化层大都缺失；南部是居民的聚集区，破坏也相当严重，仅余城中央堆积保
存较好，有厚约 0.2 米的文化层。勘探发现该城有三门，分别位于西、南、北三面城墙
的中部，宽 5～6 米。残存的东北、东南和西北的拐角宽大，可能原来还有角楼。



图 8-3 东城墙和护城河保存现状

为了解城墙、护城河堆积及营造方法，发掘者布探沟对北城墙进行解剖（图 8-4:1），
初步了解了它的营造方式：先用黑色黏土在平地上筑出城基，黏土经拍打后，致密结
实，城基宽 14.65 米、厚 0.3 米。然后城基内外两侧各内收约 1.5 米，以上筑城墙。城墙
残存的最大高度为 1.4 米，但其剖面呈梯形，疑似使用了版筑法。构筑城墙的黄土纯净，
局部夹杂有小鹅卵石，偶尔发现直径约 0.1 米的夯窝，未见包含其他遗物。护城河两壁
多脚窝，往下斜直内收至底部，开口宽 9.75 米、底宽 0.5 米、中间最深处 3.4 米（图 8-4:2）。

图 8-4 北城墙和护城河解剖

城墙所用的纯净黄土应是从护城河挖出的泥土。从护城河的深度推测，城墙原来
的高度应在 3米左右。大浪汉城址有 3个城门，这种设两三个城门的情况在汉城中比较
常见。[3]在选址和设计上，护城河与天然河流相通，为城市的交通、生产、生活用水等
提供了极大的便利。



（二）城内堆积及建筑遗迹

发掘结果显示，大浪汉城址只有一层较薄的文化层，包含物并不多，反映出在这
里活动的只有一个时期的居民，且活动时间不长。文化层下即生土层，说明在这些“城
里人”到来之前，该城址所在位置还是一片人迹罕至之地。

在城中央探方共发现柱洞 48 个（图 8-5）。柱洞平面多呈圆形，少量为椭圆形，壁
直、斜直或分级内收，平底，部分用夹砂陶片或鹅卵石垫底。部分柱洞的填土含炭屑。
开口径 0.16～0.51 米，深 0.12～0.6 米。有些柱洞两两紧靠，深度不一，或许为后期维
修加固所致。由于发掘面积有限，建筑规模和形制均不详。该建筑采用了干栏式结构，
以适应当地较低的地势（海拔约 10 米）。从其所处的城中央的位置来看，有可能是衙署
之类重要建筑的一部分。需要说明的是，在揭露居址堆积和整座城池的调查勘探中，
并无砖瓦残片的发现。换言之，合浦作为边陲地区，这一时期应尚未使用砖瓦这类建
筑材料。

图 8-5 建筑遗迹

（三）西门外码头遗迹

在城的西门外，主要的发现为码头遗迹。码头遗迹位于西城门的北侧，东面与城
墙紧接为一体，说明码头与城墙同时构筑。码头为土筑，上部距地表约 2.5 米。码头底
部是淤泥，经过平整后，厚约 0.15 米。其上是一层近 1 米厚的灰黄色黏土，因不见夯
窝痕迹，估计仅经拍打筑实。码头东西面残长约 7.4 米，靠城墙的东侧南北宽约 3.5 米，
往外伸入古河道中，最宽处达 6.35 米，这一部分在古代也称“船步”。在码头西南侧边
缘，有两个相隔 0.85 米的柱洞，直径约 0.15 米，洞内残存木屑。在码头南侧有一个平
台，与西城门相通，平台略呈弧形，长约 8.5 米，最宽处达 1.75 米，有 6级台阶一直延



伸到河边；正对西门，也有明显的 4级台阶抵达河边，最底部的 2级相对较缓。这些应
该都是城内行人通往河边的通道（图 8-6）。

图 8-6 码头遗迹

（四）出土遗物

遗物主要出自Ⅰ区的城中央，大部分为陶片，仅陶匜可复原，其他发现还有砺石
等（图 8-7）。

图 8-7 出土器物



文化层出土的陶片数量不多，基本为罐、匜、釜等残片，绝大多数为几何印纹硬
陶，有灰色和红褐色两种，以灰色为主，纹饰有方框对角线纹、方格纹、席纹等（图
8-8），以方框对角线纹居多。方框对角线纹由方框纵横连接组成，有单框、双框和四框
三种，框内为交叉对角线纹。还有一种对角线交会处为凸起的实心小方框。方格纹有
粗、细之分，粗方格纹的为红色夹砂硬陶，细方格纹的为泥质硬陶。席纹为较为密集
的细横、竖线交叉，部分和方格纹组合。此外，地表采集到一些印纹硬陶片，纹饰还
有网格纹、水波纹加弦纹和复线菱格纹，判断应是同一时期的遗物。其余少量为夹砂
软陶，易碎，有灰黑色和淡红色两种，为素面或饰方格纹。

图 8-8 陶片纹饰拓本

（五）城址的年代与性质

城址内的居民自明末迁入，有 51 户 245 人，他们延续把这里称为“古城头”。历年
来人们的生产生活对城址的破坏严重，城内可供发掘的面积很小，因此，对于城内的
布局，除城中央建筑和西门外码头遗迹的部分遗存外，其余暂时还无法有更多的了解，
但根据城址的构筑方式、出土遗物以及合浦郡县设置的历史背景，仍可以对其年代和
性质做一基本判断。

1．年代

大浪汉城址出土的完整器物极少，多为陶片，这些陶片烧制温度高，纹饰纤巧繁
缛，与此前合浦汉墓出土的西汉晚期遗物迥然不同。关于几何印纹硬陶的断代，学术
界的认识逐渐深入。考古工作者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介绍了广西 21 个市、县的 57 处几
何印纹陶分布地点的情况，对它们所属的年代提出了初步看法，其中方框对角线纹（复



线交叉纹）的年代为战国时期，下限可能到西汉初期。[4]方框对角线纹在广州汉墓的西
汉早期墓中也很普遍，其陶质和陶色都与大浪汉城址所出极为相似。随着考古资料的
不断丰富，方框对角线纹等的年代下限被认为延至西汉早期，甚至中期。[5]这种明显的
越文化因素说明了岭南西汉中期广设郡县以后，中原文化进一步传入，但陶器仍流行
印纹硬陶，器型、纹饰与中原相异。[6]出土的带短流陶匜，与广州萝岗区园岗山的一座
越人墓所出土的基本相同，该墓报告者认为其年代为战国晚期，但也推测其下限可至
秦汉之际。[7]因此，大浪汉城址出土的遗物，其年代上限为秦汉之际，下限至西汉中期。

大浪汉城的筑城技法显然源自中原，如方正的布局、夯筑的城墙等特征，与中原、
关中地区早期及同时期的类似，应是汉武帝平定南越、郡县制得以巩固之后，受强大
的汉文化影响所致。发掘者选取了建筑遗址和码头遗迹中 4个柱洞残存的碳样和木屑，
送到北京大学加速器质谱实验室检测，结果分别为距今 2540 年、距今 1690 年、距今 2540
年、距今 2330 年（未经树轮校正，误差为 60 年）。西汉中期的年代（公元前 110 年至
公元前 30 年），在标本的最大与最小测定值之间。从合浦当地文化发展的滞后性以及从
元鼎六年（公元前 111 年）始设县治的时间等综合考虑，参考碳-14 年代测定结果，笔
者把大浪汉城址的年代定为西汉中期。不过，从城址北面土墩墓及附近地表采集的夔
纹陶片等来看，大浪汉城址附近的人群定居时间可能早至秦汉之际，而城的始筑年代
也不排除为南越国晚期，之后延续使用至西汉中期的可能性。

2．性质

大浪汉城址应是西汉中期始设合浦郡的治所，即县城。“汉代的地方行政中心是县，
但是，县代表一定行政范围的同时也意味着县城。”[8]通过对南流江流域的全面拉网式
调查，笔者认为这个时期的城址在当地应是唯一的，其年代也与始设合浦县的时间相
吻合。西汉时期，合浦郡辖徐闻、高凉、合浦、临允、朱卢五县，元始二年（2年）仅
“户万五千三百九十八，口七万八千九百八十”[9]。西汉中期的合浦一县，应谓地广人
稀，能动用如此大的人力、物力构筑一城，实非易事，从侧面也指向该城应是人口相
对集中的县城。此外，目前广西发现的推测分别为汉始安、中留（溜）、零陵、洮阳、
观阳、封阳、临贺县治所的七里圩王城、勒马城址、城子山城址、洮阳城址、观阳城
址、高寨城址、临贺故城的“旧县肚”，面积均为数万平方米，规模与大浪汉城址相当，
体现汉代边远地区在城市规模上有较大的一致性。始建于西汉中期的七里圩王城已使
用筒板瓦等建筑材料[10]，相比之下，大浪汉城址折射出合浦当地的发展明显滞后，也
吻合汉文化往南推进的历史进程。在大浪汉城址北面 700 多米处的双坟墩，还发现了土
墩墓，其中 2号墩年代略早，1号墩年代大体与大浪汉城址的年代相当，这就为找寻与
城址相关的墓葬区提供了重要线索。[11]作为一种独特葬俗，土墩墓的出现，也暗示大
浪汉城址的筑城主力及设郡县后的早期外来居民，可能来自汉化较早的吴越地区，而



且在此前的秦汉之际或略晚的南越国时期，这些来自吴越的外来人口已零星定居于附
近一带。

二、草鞋村汉城址

草鞋村汉城址位于合浦县廉州镇草鞋村西面，西临南流江分支——西门江，距现
在的人海口约有 10 千米（图 8-1）。在 20 世纪 80 年代调查时发现，被界定为“窑址”，
并于 1993 年被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。

2007 年 11 月至 2012 年 1 月，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为推进合浦港课题研究，组织厦
门大学和广西师范大学的学生开展田野实习，对位于遗址西北部的窑址位置开展两次
大规模的发掘。其间，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为补充资料进行了数次局部发掘。2010 年 5～
6 月，为配合基建抢救性清理遗址北部的建筑遗迹，在进一步的勘探中，发现了城墙和
护城河，进而确认为城址。

发掘的窑址所在区域定为A区，建筑遗迹所在区域定为 B区，两区间有一条 20 世
纪 60 年代开挖的人工河。A区北面为鱼塘，西面的西门江与东面的人工河于其南面交
汇，发掘前多为鱼塘和菜地，B区则是密布的民居。两区合计发掘和清理面积达 3890
平方米。2011 年 1 月，还在 B区西南侧开了一条跨城内、城墙和护城河的探沟，编号
TG1（图 8-9）。

图 8-9 草鞋村汉城址发掘位置示意图

目前发表的汉代遗存报告共分为四期，对应的年代分别为西汉中期、西汉晚期、



东汉早期及东汉晚期至三国时期。[12]其他年代较晚的墓，有 A、B 两区的 4 座南朝墓
及 A区 26 座唐代至明代的马蹄窑等，发掘报告未包括在内。

（一）主要遗迹

主要有作坊遗迹和建筑遗迹。
作坊遗迹出现在西汉晚期，东汉早期得到进一步完善，东汉晚期废弃改为居址，

前后使用的时间长达百年之久，由水沟、洗泥池、炼泥池、囤泥坑、制陶工作坑、晾
晒台、住房和水井等组成，除或因沿江已毁的窑址外，遗迹基本上囊括了整个制陶的
流程。

沟作引江水进入作坊区之用，最主要的一条编号G26，贯穿作坊区南北，长约 90
米，宽 8.4 米，深 2.9 米。临沟一侧还搭建有多座干栏式建筑，可能是匠人居所；洗泥
池、炼泥池到东汉早期成组出现(图 8-10)，以明沟或暗沟相通。编号为 AC1 至 AC7 的
一组池，整体呈曲尺形，由长方形池和圆形池组成。这组池的西侧通古河道，总长约
67 米，深度超过 3.75 米，池底堆积物多含灰白沙粒，应是淘洗、沉淀的结果。囤泥坑
分布在池边，第二期发现 15 个，平面多为圆形、椭圆形和长方形，底部多残余有白膏
泥（图 8-11）。工作坑分布在池边，第二期发现 29 个，平面多为长方形和圆形，直壁或
弧壁，平底，坑底多有膏泥，少数底部有 1个或 4个圆形柱洞（图 8-12）。这些坑应为
制坯的工作坑，部分用于存放泥料，柱洞可能用于插立柱，立柱上承载轮盘或工作台。
晾晒台出现在第三期，有 2 处（图 8-13），台体为生土，呈长条形，顶面削平，两侧挖
低以排水；晾晒台两侧及台上均分布有柱洞，或曾盖有简易棚，用于存放和晾晒器坯。
其中一台侧残长 25.3 米、最宽处 4.9 米。

图 8-10 成组作坊池（西—东）



图 8-11 AK21 底部的白膏泥（东—西）

图 8-12 工作坑（南—北）



图 8-13 晾晒台 1 全景

在作坊区还发现 6口井，有土井、陶井圈叠砌井、板瓦片叠砌井和砖井。其中，编
号为 AJ2 的砖井（图 8-14），直径 3.06 米、深 3.9 米。井壁底部用三层砖竖置，以上部
分用条砖错缝平铺；底部有过滤结构，自下而上铺木炭、竹片和石块。

图 8-14 砖井 AJ2



大型建筑遗迹位于B区，为一条长廊，东北—西南向，长约 63 米，宽 2米，地铺
灰白或浅红色方砖。砖面地坪西北侧有一排大型磉墩与之平行，共 6 个，间距 3.5～4
米。这些磉墩平面多呈方形，部分为长方形，内填致密红黄色沙土，长 1～2 米，宽 1～
1.75 米。在大型磉墩之间，还有 7个较小的圆形磉墩，呈两排对称分布，这些磉墩内填
瓦片，直径为 0.34～0.68 米（图 8-15）。长廊西南端接一个近方形亭，边长 4.3～4.4 米，
亭东北侧内凹处为出入口，亭四角各有一个圆形柱洞，西北、东南两侧均有宽而浅的
沟用于排水（图 8-16）。

图 8-15 长廊遗迹



图 8-16 亭遗迹

（二）主要遗物

出土遗物包括陶器、铜器、铁器和石器等。陶器多为建筑材料，主要有筒瓦、板
瓦残片、瓦当和砖等（图 8-17），井圈和箅等也有发现。生活用具有罐、双系罐、四系
罐、案、钵、碗、盆、釜、灯和支座等，以灰白胎硬陶为主，另有少量为红色夹砂陶、
暗红色夹砂陶和黑灰色夹砂陶（图 8-18）。生产工具类出土少量的陶拍、木拍、陶垫饼、
陶网坠、陶纺轮等制陶工具（图 8-19）。金属器仅见铜镦、铜箭镞、铁矛和铁钉。石器
有石拍、砺石、石饼、石杵臼、石斧、滑石暖炉、滑石釜和滑石碗。其余还出土象骨
（图 8-20）、水晶和铜钱等。



图 8-17 板瓦、筒瓦和瓦当



图 8-18 陶制生活用具

图 8-19 生产工具



图 8-20 象骨

（三）城址的性质

历代人的生产生活对遗址，特别是临江一面城址破坏很严重。B区上部多为房屋叠
压，难以进一步扩大勘探和发掘，对于城内的布局目前尚不甚明了。因此，只能根据
现有资料对遗址的性质做出初步判断。

草鞋村汉城址的东、南、北三面有较为清晰的护城河和城墙轮廓，至少延续至 20
世纪 80 年代初。这种利用河旁台地，一面临江，三面开挖护城河与江河相通的布局与
西汉中期前后的大浪汉城址相似，都是凿人工河道与自然河道相连，集城市用水、护
城防御和航运于一体。至于城的构筑年代，由于发掘面积所限，目前还很难做出结论。
探沟的发掘显示，城墙开口在④b层下，为筑造年代下限，其上限或为出现大量建筑材
料的第二期和第三期，即可能早至西汉晚期。类似在平地挖基槽筑城墙的做法，见于
西汉中期的广西兴安县七里圩王城[13]，稍晚出现在广西南部是完全正常的。

草鞋村汉城址是合浦境内发现的唯一与大浪汉城址同时期的城址，从其规模来看，
面积超过 10 万平方米，推测为合浦县城的大浪汉城址的 2倍多，等级应更高。B区北
部发现的大型建筑遗迹，可能为东汉晚期的衙署建筑。“两汉四百年间，大、小城的位
置也在逐渐发生变化，其总的趋势是小城在大城的位置由南向北。东汉以后，这种小
城居大城北部的情况已普遍流行，并成为一种定制。”[14]衙署位于城址的北部，与汉代
大、小城之间的关系演变类似。东汉合浦郡辖五县，合浦为首县，也是郡治所在。距
城址 1000 多米外，汉墓呈扇形分布在城址的东、南、北三面。经过综合分析，笔者认
为草鞋村汉城址应是东汉合浦郡的郡城，而且可能在早一阶段的西汉晚期，这里就已
作为郡治。

发掘结果表明，西汉中期这一带已有人类生产活动。第二、第三期即西汉晚期至
东汉早期的手工业作坊，包括炼泥、囤泥、制坯、晾晒以及附属建筑等，几乎囊括了
整个工艺流程和所需的相关设施。城址中发现不少制陶工具，也是作坊的重要证据。
出土的大量建筑材料，应是为就近满足城市的建筑需求。作坊区位于城址的一角，此
类布局也多见于较高等级的汉城。第四期即东汉晚期作坊已废弃，A区变为居址，B区
发现有用方砖铺砌地面的大型建筑。第五期的两区都发现南朝墓，说明该城这时已经
废弃。

最晚一期环绕作坊区的 26 座马蹄窑，从出土遗物的判断及碳-14 测定的结果来推测，



其年代当为唐代至明代，与作坊无关。相关的汉代窑床，或因临江崩塌和破坏已无存。
尽管如此，如此大规模、较完整的手工业作坊遗迹，在我国汉代考古及历代窑址考古
中都十分罕见，是研究中原砖瓦技术南传及汉代官营手工业制度的重要资料。大型建
筑基址的发现以及城址年代和性质的基本判断，为下一步深入开展工作奠定了基础。

三、汉墓与城址的时空关系

（一）双坟墩土墩墓与大浪汉城址的时空关系

在对大浪汉城址的年代和使用性质有了基本认识后，考古工作者在城址周边开展
拉网式调查，对局部重点区域进行勘探，寻找与城址相关的墓葬区。在城址北面的红
花坎自然村一带，地表分布有大量的几何印纹陶，北侧有两墩，经发掘证实为土墩墓，
即双坟墩 1号墩和 2号墩。2号墩出土的米字纹陶瓮、方格纹陶瓮，以及在土墩周围大
量出现的其他几何印纹硬陶，与城内发掘所出的基本相同或相类，具共时性。土墩墓
距城址约 700 米，与城址均在沿江一侧的红土台地上，之间分布有同期的几何印纹陶，
显示其连续性，加之墓葬与城址在功能上的互补，笔者判断为同一聚落。

在这一聚落里，盛行土墩墓，尽管多数很可能在历史上已毁，目前发现数量很少，
但可以表明在这一聚落里居住的主要是汉化较早的吴越后裔，他们在秦汉之际南迁到
这里，设郡县时，或许成为筑城的主力和这一带的早期居民。

（二）草鞋村汉城址与周边汉墓的时空关系

合浦县城周边汉墓与草鞋村汉城址形成一个较大的聚落群址，各期墓葬同城内文
化层有着密切的对应关系（图 8-21）。其中，西汉早中期墓葬对应的是城址的第一期文
化。第一期遗迹开口于⑦层下，分布于 A区北部和中部。出于遗址现场保护的需要，
大多未经发掘。发现的遗迹有沟 1条和柱洞 1个。由于发掘面积小，仅出土少量的几何
印纹硬陶片，所饰的方格纹、方框对角线纹、篦点纹和水波纹等是岭南地区西汉早中
期常见的陶器纹饰类型，从陶色、质地和纹饰来看，与文昌塔一期墓葬所出的陶器也
十分接近。城址第一期出土的遗物很少，也没有城市出现的迹象，表明有可能只存在
零星人群居住的村落。



图 8-21 合浦汉墓与草鞋村汉城址的空间关系

西汉中期墓葬主要在文昌塔一带被发现，风门岭也有零星发现。草鞋村汉城址与
文昌塔汉墓的直线距离为 1000 多米，与西汉中期的风门岭 27 号墓的直线距离也就 2000
多米，相对距离都比较近。合浦汉墓群分布的县城一带多为起伏的台地和低缓的丘陵，
海拔 12～45 米。文昌塔一带属起伏的台地，风门岭属低缓的丘陵，地势较高，说明当
时对墓地选址有了明显的倾向。

西汉晚期墓发现数量较多，随葬品丰富，主要集中在文昌塔墓区、风门岭墓区、
堂排等三个大的区域，前两区是在西汉中期墓分布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，后一区则为
新出现的墓。一是文昌塔墓区，1987～1988 年发掘了属第三期的 16 座墓葬，2005 年发
掘了 5座竖穴木椁墓；二是风门岭墓区，风门岭、望牛岭、凸鬼岭和北插江盐堆等地都
在这一区域；三是堂排墓区，属金鸡岭重点保护区。这一阶段墓葬对应草鞋村汉城址
的第二期文化，分布于 A区，开口在⑥层下。遗迹有灰坑、囤泥坑、沟、池、房址和
水井等，表明此处出现了手工制陶作坊，且初具规模。从大量出现的筒、板瓦和瓦当
等建筑材料来看，应已筑城。城址距墓葬区最远的是堂排，直线距离约 5000 米，表明
到了西汉晚期这一聚落的活动空间已有所扩展。

东汉早期墓葬在文昌塔墓区仍有分布，其余如母猪岭、黄泥岗、九只岭二炮厂、
杨家山公务员小区一期、禁山官塘岭、廉乳厂、凸鬼岭等地也有分布。这一时期墓葬
对应草鞋村汉城址第三期文化。第三期遗迹开口在⑤层下，主要为成组的池、工作坑，
沟、灰坑、水井，房址的磉墩和柱洞等，分布于 A区。遗存表明，城内人口增加，作



坊的设施更加完善，制陶工艺水平也得到进一步提高。这一时期，墓葬分布与西汉晚
期相比，虽然部分区域重叠，但是还是呈进一步扩大的趋势。

东汉晚期墓葬在前述地点几乎都有发现，分布的区域进一步扩大，森林公园、盘
子岭、寮尾等地也有分布。对应草鞋村汉城址的第四期，第四期开口在④b层下，A、
B两区均发现有遗迹，主要为 B区的大型建筑遗迹。另有少量柱洞、灰坑、排水沟和水
井等，可能因人口增加或城市建设基本完成、就近取材不再显得十分必要的情况下，
原城内的制陶手工业作坊遭废弃，改为居住建筑。

在东汉晚期墓的分布范围之外，很少发现汉墓，以三国墓为主，也有少量的晋墓
和南朝墓，如寮尾、岭脚村和罗屋村等墓地。三国墓葬虽在形制和器物上与东汉晚期
墓葬有一定的联系，但总的来说，变化十分明显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从汉代大一统
国家到三国分治深刻的社会变革。草鞋村汉城址的使用年代沿用至三国时期，从发现
的遗存及它与合浦汉墓群的相对位置来看，也直接相关。三国时期合浦为“珠官郡”，
其郡治还是在草鞋村，叠压在汉城之上。

此外，港口与城址的关系也密不可分。西汉元始二年（2 年），合浦郡仅有 15398
户、78980 人，至东汉永和五年（140 年），也仅是 23121 户、86617 人。[15]从汉墓的规
模来看，合浦的人口比较集中，但数量也应有限。从考古发现和当时的聚落特征来看，
人口多分布在城内及周边，港口更不太可能脱离人口相对集中的城市而单独存在，两
者应相互依存，在空间上也是连接的。换言之，港口和城市应该是一体的。因此，城
址的确认，对于判断港口位置、推进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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